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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重温亚里士多德关于个人美德与城邦治理之间关系的思想，有助于我们深入思考国家治理与道德之

间的关系问题。亚里士多德从三个方面阐述了个人美德与城邦治理之间的关系，从重要性上看，城邦幸福

高于个人幸福，因为整体优先于部分。人需要具有什么样的美德是由城邦的需要决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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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中国和西方传统政治学中，政治与道德都处于胶着状态。现代政治学与伦理学却泾

渭分明，它们分别以国家治理和道德作为各自的研究对象，使得学者们对于国家治理和道德

本身的了解更加深入。但是由于在这两个学科之间出现了壁垒，使得学者们对于国家治理与

道德之间的关系问题的认识反而生疏起来。亚里士多徳认为实践科学主要包括政治学和伦理

学。伦理学的任务在于说明如何通过个人美德来实现个人幸福，而政治学的任务在于说明如

何通过城邦治理来实现城邦幸福。由于城邦幸福高于个人幸福，因此广义的政治学包括伦理

学。政治学要以伦理学为出发点，伦理学要以政治学为归结点，这两门学问首尾贯通就构成

了亚里士多徳的大政治观。在交叉学科兴起的今天，在政治伦理作为一个专门的研究领域出

现的今天，在美德伦理学风行世界论坛的今天，在探讨“以德治国”的今天，重温亚里士多

徳的把政治学与伦理学融为一体的大政治观，研究其关于个人美德与城邦治理之间关系的思

想，有助于我们深入思考国家治理与道德之间的关系问题。由于亚里士多徳的关于个人美德

与城邦治理的思想以散见或潜在的方式存在于其著作之中，本文试图在研究和理解的基础

上，从总体上把亚里士多徳的有关思想以一种逻辑的方式呈现出来。 

一 

    在亚里士多徳看来，人生应该以幸福为最高的目标，而幸福就是合乎美德的现实活动，

也就是说幸福来自美德。但是我们通常看到的幸福似乎是来自权力和财富而不是美德。人有

时恰好是因为具有美德而给自己和家人带来了杀身之祸。这是因为我们所理解的美德与亚里

士多徳所说的美德在内涵上存在差异。我们通常认为只要一个人总是以善良的动机对待他

人，这人就具有美德了。这么看来，拥有美德并不是什么困难之事。然而抱有善良的动机而

处事不妥的人不仅常常给自己惹来麻烦，而且也常常会给他人带来不便。具有这种意义上的

美德的人，不仅无幸福而言，而且可能痛苦不堪。而具有亚里士多徳所说的美德人，确实会

是很幸福的人。因为他所说的美德总是能够使人在恰好的时候以恰好的方式处理好事务。具

有美德意味着能够处事妥贴和行为优雅，意味着成功和为人赞颂，从而意味着精神上的幸福。

这是种需要修炼才能真正把握的美德。 

    这里所说的美德，包括伦理美德和理智美德，指的是道德上的优秀和理智上的优秀在行

为中的完美结合。具有美德的人就是灵魂优秀的人。道德上的优秀能为行为确定一个正确的

目标，理智上的优秀则能够提供达到目标的恰当手段。人主要根据自己对于快乐和痛苦的感



受去选择行为。道德上优秀的人能够在应该快乐时感到快乐，在应该痛苦时感到痛苦。有了

这种对于快乐和痛苦的正确感觉，人所表现出来的感情和态度才会恰到好处，人根据这种感

受进行的行为选择也才会是正确的。因此要使自己在道德上优秀，就要培养自己的正确的感

受。道德之所以难以伪装，就是因为道德需要人的感觉时时到位。而道德上的优秀只能保证

行为在出发点和目的上的正确。要成功地实现正确的目的，需要选择和使用恰当的手段。选

择和使用恰当的手段是依靠理智上的优秀来实现的。不过即使具有了恰好的道德感受，并具

有了选择和使用恰当的手段，也不一定能够具有美德。具有美德的人还能够在恰好时间里使

道德感受和手段的选用都刚好。由于感觉的东西是难以规定的，所以实现这种刚好需要实践

经验的磨练。要在处理每件事物时恰到好处，这是种需要技巧和熟练的事业。当一个人的道

德上的优秀和能力上的优秀能够在行为中完美地结合起来了，他就具有了美德。美德要在行

动中才能表现，来自美德的幸福也只能在行动中才能够体会到。身体的优美容易为人所见，

而灵魂的优秀则要通过展现才能被感受到。正如在奥林匹亚大赛上，桂冠并不属于貌美和健

壮的人，而是属于参加竞技而表现优秀的人一样。幸福是在展现美德的过程中所感受到的快

乐。 

    这里所说的幸福与快乐不是等同的。幸福的人必定能够体会到快乐，而快乐的人不一定

幸福。有的快乐是可耻的、下流的、有害的或者是会导致疾病的。幸福主要是种精神上的体

验，主要来自他人对于自己行为的赞誉。快乐则可以来自幸福，也可以来自物质享受。物质

欲望在本性上是无止境的。如果个人企求的不过是满足肉体上的快乐，他就会无限制地热衷

于追求财富，因为这样的逸乐主要取决于钱财的多寡。事实上大多数人只是为了填充欲壑而

活着。人们在过度痛苦时，会去追求过度的肉体快乐，因为肉体的快乐具有医疗性。所有的

人都在以某种方式享受着佳肴和性爱，问题在于是否以应有的方式。在快乐中存在着过度，

罪恶就在于对过度快乐的追求，而并不是对适度的快乐的追求。有的人没有追求幸福的条件，

就只能去追求肉体快乐。人们追求的事物主要可分为物质财富、身体健康和灵魂优秀。幸福

生活需要具备身体健康、物质条件、机遇等，以免其活动因它们的缺乏而受到阻碍。但幸福

生活只属于那些具有美德却只适中地享有物质财富的人，而不属于那些拥有超过需用的物质

财富，而美德却不及之人。物质财富的功用是有限的。对于追求幸福的人来说，财富不是目

的，只是有用的东西。一切有用的东西在功能上都有着一个确定的限制，超出这种限制就会

对其拥有者有害或没有用处。而灵魂方面的优秀则没有限度，这种优秀不仅高贵而且有用。 

    个人追寻美德是为了幸福，个人成为城邦里的公民的最高目的也是为了幸福。人需要过

政治的或者说社会的生活，因为个人不能为自己提供足够的使自己幸福的条件，幸福生活的

外在条件是由城邦提供的。城邦是由足以维系个人幸福生活的东西所构成的集合体。一个城

邦共同体不能仅仅以生活为目的，而更应谋求优良的生活。这是种幸福而高尚的生活。凡是

对城邦有卓著贡献的人，理应在城邦中享有更加显赫的地位。城邦治理是通过财物私有为个

人幸福提供条件的。财产在某种意义上应当公有，但一般而论则应该是私有的。人一旦认为

某物为他自己所有，他就会变得无比快乐。为朋友做事或帮忙会令人感到莫大的喜悦，而这

只有在财产私有时才会发生。一旦每个人的利益各自分清了，人们就不会相互抱怨。 

    与大多数拥有私人财产的人相比，那些共同拥有财物的人之间存在着频繁得多的争执。

平均财富会使那些才能卓越的人不满，因为他们自觉不应受到同等对待，因而时常可见他们

作乱。没有一个人会像关心自己的事情那样去关心他人的事情。一件事物为最多的人所共有

则人们对它的关心便最少。一件东西要引起人们的关心和钟爱，它必须是私人的并且是珍贵

的。任何人最主要考虑的是私有的东西，对公共的东西则甚少顾及，如果顾及也是与他个人

相关。由于大家都关心自己的事务，人们的境况就会有更大的改观。自爱出自天性。自私不

是真正的自爱，而是爱得超过了应当的限度。在亚里士多徳看来，个人幸福与城邦幸福是一

致的。对城邦有益的就必然对个人有益。但是从重要性上看，城邦幸福高于个人幸福，因为



整体优先于部分。没有城邦的幸福就没有个人的幸福，而没有个别人的幸福，城邦的幸福仍

然可以存在。如果整个城邦的全体或大多数或某些人没有享受到幸福，整个城邦就不可能有

幸福。 

二 

    亚里士多徳所说的个人美德的界定来自城邦治理的需要。美德不是自然天成，而是后天

培养的结果。人需要具有什么样的美德是由城邦的需要决定的。个人如果脱离了城邦，脱离

了社会生活，他就不需要具有什么美德。不同的城邦在需要上的差别构成了其公民在美德上

的差别。城邦的本性是多样化的，它不仅是由多个人组成的，而且是由不同种类的人组合而

成的。一个城邦不可能由种类相同的人组成。属于同一城邦的公民，由于从事的职业不同，

城邦对他们的要求不同，他们所应具有的美德也有所不同。城邦把对公民的美德的总的要求

通过公正原则制订在法律之中，成为评价公民是否具有美德的标准。个人只有符合城邦制订

的公正原则才可能被认为是具有美德的人。因此从本性上来说，美德就是个人在行为中养成

的符合公正原则的品性。人的独特之处在于他具公正与不公正的感觉。公正是一种完全的美

德。在所有的美德中，惟有公正关心他人的利益。正如谚语所说，公正是一切美德的总汇。

有许多人能够以美德对待自己的事情，却不能以美德对待他人。由于有了公正的美德，个人

就能善待他人，而不只是善待自身。待人以美德是困难的，所以公正不是美德的一个部分，

而是整个美德。 

    亚里士多徳把城邦中的人分为两类：公民和奴隶。他认为公民之间的公正与公民和奴隶

之间的公正是不同的。公民与奴隶之间存在着固定的统治与被统治的主奴关系。这种统治与

被统治关系源于自然本性。有些人天生就是自由人，有些人天生就是奴隶。那种在本性上不

属于自己而属于他人的人，就是天生的奴隶。对奴隶来说，奴役不仅有益并且是公正的。奴

隶的主要美德就是服从。而公民们在政治上则地位平等和没有任何差异。真正的公民必定能

够参与行政统治，共同分享城邦的利益。虽然由于行政机构的存在，使公民之间存在统治与

被统治的关系，而由于公民们轮流统治和被统治，因此公民之间的关系是平等的。平等互惠

原则是城邦生存的基础。轮流执政和共享统治权，结果才可能全是统治者。应该让所有公民

一律轮番参与统治与被统治。因为平等就是对所有同等的人一视同仁，而背离了平等原则建

立起来的政体是难以维持其存在的。公民都可以成为统治者。好的公民必须学会统治和被统

治。想学习做一名好主人的人应先学习服从。一个人首先甘于人下人，随后才能上升为一名

统治者。 

    亚里士多徳认为法律是否公正的基本准则是看它是否符合全体公民的共同利益，体现为

是否对各位公民都平等相待。这种公正原则追求的不是数量上的平等而是价值上的平等。数

目上的平等是指在数量方面的所得与他人相同；价值上的平等则指的则是比例上的平等，即

在价值上属于相同等级的人得到相同的待遇。各种正确的政体都应以公民的共同利益为着眼

点，而仅仅着眼于统治者利益的政体全部都是正确政体的蜕变。蜕变了的政体无法为全体公

民谋取共同利益。不公正分为两类，一是违法，一是不均，而公正则是守法和均等。做不公

正事情的往往是分配者，而不是多得者。争吵和怨恨产生于相等的人分得了不相等的事物，

不相等的人反而分得了相等的事物。按照各自的价值分配才是公正的。亚里士多徳将公正划

分为分配性公正、矫正性公正和交互性公正。根据分配性公正，平等的人应按照比例关系分

得平等的利益。矫正性公正则不考虑人们的具体情况，只按算术比例进行分配。交互性公正

既包括对所受的伤害进行报复，也包括利益互换。不但他人的恩惠要回报，并且自己应施惠

于他人。做不公正事情的人总是把好处多归于自己，把坏处少归于自己。而一个公正的领袖

则毫不多取，荣耀和尊严是对其公正行为的报偿。 

    亚里士多徳认为尽管美德源自法律的公正原则，但还是应该依法对城邦进行治理，而不



应该主要依靠具有美德的个人的意志来治理城邦。因为法律不受情感支配，而情感常常会扭

曲哪怕是最优秀的人的心灵。大多数人在事关本己时，其判断都容易出错。依据公正的法律

治理城邦，意味着按照大多数人的意志治理城邦，而按多数人的意志执政胜过按照少数最优

秀的人的意志执政。尽管在大多数人中并非人人都是贤良之士，但他们集聚在一起就有可能

优于少数人。众人中的每一成员都部分地具有各种美德。当众人集聚到一起时，他们就仿佛

成了一人，多手多足，兼具多种感觉，在习性和思想方面也不拘一格。这就像多数人对音乐

和诗歌的评价要强于少数人的评价一样，因为这个人懂一部分，那个人懂一部分，合起来所

有人就懂所有部分。而且在许多事情上，众人的判断要优于一个人的判断。多数的事物较之

于少数的事物更加不易腐败，恰如大量的水比少量的水更加不易腐坏一样。单单一个人必定

容易为愤怒或其他类似的情感所左右，以至破坏了自己的判断力。但是很难设想，所有的人

会在同一时间发怒和犯错。 

三 

    亚里士多徳认为尽管城邦治理应该以公正的法律为准绳，但公民和官员都应该是具有美

德的人。公正的法律是否能够得以实施，首先依赖于公民的美德。城邦治理要以公正的法律

为本，而再好的法律如果不通过对公民的教育，使公民具有与法律相称的美德依然是无用的。

教育不仅要着眼于必需的和有用的知识，而要着眼于培养公民的美德。公民能否实际地成为

守法的公民，主要是看公民是否具有相应的美德。在教育方面，习惯先于理性，身体先于思

想。我们要通过做公正的事情才能成为公正的人。立法者们通过习惯造就具有美德的公民，

所有立法者的意图都是如此。也就是说，立法的目的并不在于要实际地使用法律来进行制裁，

也不是说法律被使用的频率越高越好。制定法律的目的是为了引导帮助公民培养相应的美

德。美德教育的目标就在于根据法律造就具有美德的公民。在对于公民的治理方面，有法可

依，依法而教，教得美德，这才是制定法律的根本目的。 

    公正法律的实施还依赖于官员的美德。如果一个人具有美德，大家就会心悦诚服地追随

和服从他。官员应有的美德主要包括公平和智谋。官员要公平。公平虽然就是公正，但并不

是法律上的公正，而是对法律的纠正。全部法律都是普遍的而且是针对大多数的，因此必然

存在例外，必然难以囊括所有的细节，必然难免有所疏漏的地方，官员们必须在法律无法详

细涉及的事情上起裁决作用。纠正法律普遍性所带来的缺点，正是公平的本性。官员们不能

只要求对自己公平，而牵涉到其他人时就把公平抛弃了。官员们处事不公平会带来内乱。当

有些人认为其他与自己同样的人多占了便宜，而自己所得甚少，便会起而发难；当有些人自

觉比他人强，但感到其所得却并未多于他人，而是与他人相等甚至更少时，同样会起来兴师

问罪。人们为了财物和名位彼此相争，然而并不见得就是因为他们自身，而往往是因为看到

别人公正或不公正地比他们多占多得了。惟一持久的政体只会是建立在依据价值而定的平等

原则之上的政体，其中人人都享有其应得的那一份权利。 

    官员还必须有智谋。所谓智谋，也就是善于考虑对自身的整个生活有益之事。只有能够

明察什么事对自己和对他人是有益的，这样的人才善于治理城邦。智谋以具体事物为最后对

象，而感觉的东西是难以规定的，因此它来自经验而不属于科学。智谋是种对适中的把握。

适中就是对中间的命中。过失是多种多样的，而正确是唯一的，只有适中才是美德。适中处

于过度与不及之间。适中是最高的善和美。要在每件事物中找到中间，这是种需要实践智慧

的事业。在政体安排上的适中表现为造就并依靠中等财富阶层执政，因为这样的政体最稳固

和最迟优良。在所有城邦中都存在着三个阶层：极富阶层、极穷阶层和中等财富阶层。具有

中等财富的人最容易听从理性。处于极端境况的人都很难听从理性的安排。极富之人易变得

凶暴，极穷之人易变成流氓无赖。凡是中等财富阶层庞大的城邦，都有可能得到良好的治理。 

    在处事的智谋方面，官员们主要应该注意这么些方面。官员应该奉公守法。在张弛得度



的政体中，没有什么事情比奉公守法更加重要了，而且在小节的方面尤其要严加警惕。一般

人总是不知防微杜渐，惟独政治家才有此卓识。不能指望那些旨在蒙骗群众的诡计或花招。

对于那些喜好名誉之人，不要不公正地剥夺其名位，对众人则不要侵夺其财产。不要让某个

人的势力得以异乎寻常地膨胀，因为这样做容易使人会腐化堕落。应当尽量设法在长时间内

逐步授人以名位，而不应骤然间授人以显赫高位。倘若已经做错，同样不能在骤然之间剥夺

那些在骤然之间给出的名位，而应逐步缓慢地予以剥夺。必须制定出各种尽力防止任何人拥

有过多过大的权力的法律。倘若防范未果，就只好把这种人及其同党逐出城邦了。官员的私

生活不检点也可能引起政体的变革。应该委用专事监督职能的官员，对那些私生活与现行政

体不相协调的人加以监督。对于政体来说，最重要的一点是借助各种法律在城邦和家政的各

个领域树立良好的秩序，杜绝各类官员借职牟取钱财。众人不能担任官职也未必就会那么恼

恨，他们还可能会因为得暇料理私务而颇为欣慰，但是一旦 人们觉得官员们侵吞了公款，

这时双重的恼怒就会同时袭来：一则与名位无缘，一则名位加身者损公自肥。 

总之，亚里士多徳从三个方面阐述了个人美德与城邦治理之间的关系：个人美德与城邦

治理是如何通过对幸福的追求联系起来的；城邦治理如何限定了个人美德的性质；个人美德

如何影响着城邦治理。他认为人生的最高目标是来自幸福。幸福是在展现美德的过程中所感

受到的快乐。个人追寻美德是为了幸福，个人成为城邦里的公民的最高目的也是为了幸福。

但是从重要性上看，城邦幸福高于个人幸福，因为整体优先于部分。个人美德的界定来自城

邦治理的需要。美德不是自然天成，而是后天培养的结果。人需要具有什么样的美德是由城

邦的需要决定的。个人如果脱离了城邦，脱离了社会生活，他就不需要具有什么美德。立法

的目的并不在于要实际地使用法律来进行制裁，也不是说法律被使用的频率越高越好。制定

法律的目的是为了引导帮助公民培养相应的美德。美德教育的目标就在于根据法律造就具有

美德的公民。在对于公民的治理方面，有法可依，依法而教，教得美德，这才是制定法律的

根本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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